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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人军


[bookmark: __DdeLink__2717_1515015967]摘  要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有过六种量制，依次为：姜齐旧量、陈氏家量、姜齐“公”字量、前期田齐“主”字量、后期田齐“主”字量和田齐新量。本文梳理这六种量制的演变和量值。姜齐旧量是小尺系统四进制，小尺约等于19.7厘米, 升值约等于187.5毫升。陈氏家量是小尺系统混合进制。姜齐“公”字量和前期田齐“主”字量是大尺系统四进制，大尺约等于23.1厘米，升值约等于302毫升。后期田齐“主”字量和田齐新量是大尺系统准十进制, 升值约等于205毫升。最后, 作者还讨论了《隋书·律历志》中所谓的“古斛之制”, 指出此制史上所无。

 
按照以前流行的看法，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有过三种量制：姜齐旧量、陈氏家量、田齐新量。历年出土的齐量中有一类“公”字量，对其归属和量制，学术界长期悬而未决。近几十年来，有关齐国及齐鲁文化圈度量衡的考古资料已有不少新发现，陶文和金文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使深入研究、深化认识齐国量制的演变有了更好的基础。裘锡圭先生在《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1期发表长文《齐量制补说》(下文简称“《补说》”)，研讨齐量制, 详细地分析了“公”字量与“主”字量问题，给人启发甚多[1]。成颖春先生2018年在《印学研究》第12辑发表《齐国陶量铭文及进制关系》一文[2]，主要观点已收入2019年出版的《齐陶文集成》(下文简称“《集成》”)，首次著录了一个实测容量为300毫升的“主升”(原文释为“王升”)([3]，页3),为解释“公”字量和“主”字量问题提供了新的物证。现我们有更全面的资讯，得以深入讨论齐国六种量制及其演变，对计量史和数学史研究中的所谓“古斛之制”也获新的认识。

1  小尺系统四进制姜齐旧量

《考工记·栗氏》曰：“量之以为鬴。深尺，内方尺而圜其外，其实一鬴。其臋一寸，其实一豆。其耳三寸，其实一升。重一钧。其声中黄钟之宫。”[4]这是现存关于栗氏嘉量形制的最早记载。 
[bookmark: __DdeLink__3369_3756455269]郭沫若于1947年发表《考工记的年代与国别》一文，论证了《考工记》“是在齐量尚未改为陈氏新量的时代”, 意即栗氏量是姜齐旧量[5]。邱隆的《中国最早的度量衡标准器——〈考工记〉·栗氏量（续）》记述：“20世纪70年代, 计量部门和文博部门合作编辑《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文物考古界许多老前辈参加座谈审定……齐国量制经过较长时期的使用实践, 终于将四进制改成换算方便的十进单位(单位容量也增大)量制…… 有鉴于此，栗氏量釜、豆、升使用的是四进制也是不容置疑的。” [6]1983年, 拙文《〈考工记〉齐尺考辨》进一步论证了栗氏量是姜齐旧量[7]。1985年陈梦家的遗著《尚书通论》(增订本)出版。书中认为“《考工记》为齐人编定于秦始皇时”, 栗氏量是陈氏新量(十进制) [8]，不同于学术界的主流看法, 一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2007年, 上揭邱文指出陈先生的两点论据有失偏颇, 对栗氏量是陈氏新量(十进制)的观点作了较有力的批驳[6]。拙见陈先生误释栗氏量盖因误读栗氏嘉量铭，而将《考工记》的成书年代定得过晚（[9]，页141—146）。小文《论〈考工记〉栗氏量尺及其推算》对栗氏量是姜齐旧量有较详细的论述[10]，在此从略。
《考工记·栗氏》以栗氏量尺为基准规定了一鬴(釜)的大小。区、豆、升的数值随四进制而定。故郑玄(127—200) 注：“以其容为之名也。四升曰豆，四豆曰区，四区曰鬴。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则钟。”[4]王应麟(1223—1296) 《玉海》卷8 《律历·量衡·周嘉量》引北宋范镇(1008—1089)言：“周鬴重一钧，汉鬴重二钧，尺有长短故也。”[11]拙文《〈考工记〉齐尺考辨》曾反复论证过《考工记》齐尺(即栗氏量尺)是一种姜齐小尺，2017年收入《考工司南》时有所补充 ([9]，页93—102) 。 惜姜齐小尺的实物尚未发现, 但同属齐鲁文化圈的鲁邾小尺已经出土。
2008年, 朱勇年《古尺考》著录了一批小尺实物。如：1985年山东莱芜某家挖地基时所获的春秋“鲁国折迭铜尺”，“尺展开长廿点五公分”。1997年山东枣庄某家挖地窖时所得的“小邾国骨尺”,“尺长廿点七公分”；“T形邾国骨尺”(残), “寸长二公分”，每尺合20厘米；“邾公用S形铜文尺”,“中间分五寸合九点八公分”([12]，卷3, 页8b、 5a、 6a、 6b)每尺合19.6厘米。鲁邾小尺实物，为《考工记》中的姜齐小尺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与姜齐小尺对应的姜齐旧量已经陆续出土。2013年,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齐故城》著录, 1976年山东临淄齐故城大城内河崖头村西南遗址出土一陶量,“标本号76LHT12H3:1, 夹细砂红陶。残缺，敞口，平沿，深腹，平底……复原口径10、底径5.6、通高6.3、厚0.6厘米, 容积约188立方厘米”[13]。其口沿下刻划“齐”字。近底部有印文，作上下二字，“印文下字为‘𡊔(市)’”, “这当是一枚市名印” [1]。河崖头村是姜齐的公墓兆域。此量通称“齐升陶量”，是姜齐旧升的实例之一。
据《考古》2018年第3期报道, 2015年3—6月山东邹城邾国故城遗址出土一批邾国陶量[14]。2019年, 刘艳菲、王青、路国权的《山东邹城邾国故城遗址新出陶量与量制初论》(下文简称“《初论》”)一文指出：“经过仔细测量和比较分析，我们发现邾国量制与齐国量制非常接近。” H538墓出土一编号为H538③:1的陶量,泥质灰陶,“口微侈,腹部微鼓,下腹缓收, 平底。上腹饰五周凹弦纹。口径15.3、底径10.5、高12.1厘米, 容小米1496毫升”[15]。此量正合姜齐半区(2豆, 8升)之量，折合每升为187毫升。这是姜齐旧量的佐证之一。
据“齐升陶量”、邾城H538③:1陶量等几个实例推算，姜齐旧升约187.5毫升[10]。姜齐旧量之制为: 1升=187.5毫升, 1豆=4升=750毫升, 1区=4豆=3000毫升, 1釜(鬴)=4区=12000毫升，1钟=10釜=120000毫升。
按栗氏量的记载，可用姜齐旧量反推栗氏量尺之长。鬴的容积是以边长为1尺的正方形的外接圆为底，高度为1尺的圆柱体的体积，等于1570.8立方寸。以每鬴64升, 每升187.5毫升(立方厘米)计，可得１栗氏量尺约等于19.7厘米[10]。这一推算加上鲁邾小尺实物，进一步充实了拙文《〈考工记〉齐尺考辨》的考证。
   
2  小尺系统陈氏家量

[bookmark: __DdeLink__2058_677113830]《左传·昭公三年》记载：在春秋晚期齐国, “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 而以公量收之。”陈氏即田氏。杜预注：“登，加也。加一谓加旧量之一也。以五(旧)升为豆，五(旧)豆为区，五(旧)区为釜，则区二斗，釜八斗，钟八斛。”[16]对“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的理解，曾众说纷纭。《补说》已论证总结：“杜注的说法无论从《左传》原文，还是从当时齐国的情势及家量制和公量制的关系来看，都是合理的。”[1]所言诚是。《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曰：“田常复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17]。 “复修”一词意味着陈氏曾交替使用四进制和五进制。
陈氏家量仍属小尺系统，是四进制和五进制的混合物。其量制为: 1豆=5升，1区=4豆=20升，一釜=4区=80升，1钟=10釜。
[bookmark: __DdeLink__2561_3577056467][bookmark: __DdeLink__3443_491153845]陈氏家量的升值, 最初很可能沿用姜齐旧量。吴慧曾设想，在公私相竞中量值渐被拉抬[18]。从一些齐国陶量看来，在公室和陈氏双方的竞争中升值确有增大的趋势。如《夕惕藏陶》著录：夕惕XTCT I 05-1-1“关里”、夕惕XTCT I 05-1-2“关里”陶量均容970毫升([19], 页49—50)。实属陈齐一豆, 折合每升194毫升。《补说》著录：多字戳印的田齐陶豆容987.3毫升[1]。实为陈齐一豆, 折合每升197.5毫升。2002年山东新泰一中出土的2002XYY⑤L: 9陶量, 残片复原, 容820毫升[20]。以四升为豆计, 每升达205毫升, 可能是姜齐旧量或陈氏家量遗制。

3  大尺系统四进制“公”字量

现已发表的战国齐量器上多有题铭, 一些在自名前冠有“公”字或“主”字，学术界分别称之为“公”字量或“主”字量。
[bookmark: __DdeLink__3181_41386504801]据《补说》整理，目前有校量记录的完整或已复原的“公”字陶量有四件：《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著录一件铭文“公豆”陶量, 高11.6、口径14.9厘米，容1300毫升(小米)。传山东临淄出土([21], 页49)。《夕惕藏陶》著录一件残器复原的铭文“公豆”陶量(XTXT I 01-2-1), 复原后实测高11.5、口径15.4、沿厚0.9、壁厚1.0—1.2厘米，容量1250毫升(小米)。出土地传为临淄刘家庄 ([19], 页4) 。《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著录一件铭文“公区”陶量, 高17、口径20.5厘米，容4847毫升(小米)。传山东临淄出土([21], 页50)。《夕惕藏陶》著录一件铭文“公区”陶量(XTCT I 01-3-1),  存半，修复，复原后实测高17.5、口径20.8、沿厚0.8、壁厚0.9—1.1、底厚0.4—0.7厘米，容量4800毫升(小米)。出土地传为临淄刘家庄 ([19]，页10—11)。《补说》以四进制来推算, “上举四器的升值依次为325毫升、312.5毫升、302.9375毫升、300毫升。”暂取量值比较居中的312.5毫升为“公”字量的升值[1]。
传1931年河南洛阳金村古墓出土的东周尺长23.1厘米，为战国中晚期之物([21],页2)。据朱勇年《古尺考》著录, 战国“田齐宣王铜尺”，长23.2厘米, 系“一九九一年山东萊芜某农民在自家院内挖窖”时所获([12]，卷4，5a)。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齐国大尺实例,但田齐始用大尺的年代，应早于齐宣王（约前350—前301) 。笔者认为, 齐国采用大尺是从“公”字量开始的，或者说“公”字量的出现标志着齐国已采用大尺。
[bookmark: __DdeLink__3789_952033845][bookmark: __DdeLink__11252_1682804505]《考工记》栗氏量确立了齐国嘉量形制的传统。齐国改用大尺后，可能为了与姜齐旧量区分, 名之为“公”字量。以算术考之, 1大尺等于23.1厘米，1寸=2.31厘米, 1立方寸=12.3264立方厘米(即毫升)。鬴(釜)的容积等于以边长为1尺的正方形的外接圆为底，高度为1尺的圆柱体的体积，等于1570.8立方寸。1釜=1570.8立方寸=1570.8×12.3264毫升=19362毫升。1升=19362/64毫升=302.53毫升，正与由两个“公区”实例所推得的升值(300毫升、302.9375毫升)相合。迄今未见自铭为“公升”的陶量, 但已发现容300毫升的“主升”以及容1200毫升的“主豆”陶量(详见下文)，对应着容300毫升的“公升”以及容1200毫升的“公豆”陶量。由此可知, 齐国“公”字量不用“庣旁”, 每升为302.5毫升左右。
[bookmark: __DdeLink__2310_3745824577][bookmark: __DdeLink__3779_102610630011121]姜齐“公”字量之制为: 1升=302.5毫升, 1豆=1210毫升, 1区=4840.5毫升, 1釜=19362毫升。豆类陶量往往偏离量制, 上文容量1300毫升和1250毫升的“公豆”，如果不是制作误差, 很可能有特殊用途，详情待考。
  
[bookmark: __DdeLink__3779_10261063001]4  大尺系统四进制“主”字量及“亳”字量

 “主”字量的释读始于1935年张政烺的《〈平陵陈㝵立事岁〉陶考证》一文。《补说》对“主”字量作了诸多考证，指出：“‘主’字齐量就是田齐新量的量器”。文中以“大蒦阳寿所为”印既出现于“公”字量，也出现于“主区”为例, 论证了“‘公’字齐量和‘主’字齐量的时代应该是先后衔接的”，并说：“如果田齐新量确实在田齐纂立之初就已开始推行，时代紧接在‘主’字量器之前的‘公’字量就应该是战国早期齐国行用的姜齐旧量。”“姜齐旧量的升值可能在312.5毫升左右，其釜值应在20000毫升左右”，“陈氏家量加大姜齐公量的四升为豆为五升为豆，对原来的升值应该不会有所变动”，也是312.5毫升左右[1]。这些观点有其价值, 惜失之简单化。《集成》据某“王豆” 量和“公区”量钤印了同一个印“中蒦阳王”，某“王区”量和“公釜”量钤印了同一个印“大蒦阳寿所为”，“证明王量和公量在这个时期共存”。并表示“至于共存时期、王字量和公字量随后的演变等情况, 还有待继续研究”([3],页14)。
[bookmark: __DdeLink__3779_102610630012]上文已经揭示, “公”字量不等于春秋战国之际的姜齐旧量。我们认为，四进制“主”字量也属大尺系统, 很可能与“公”字量共存, 或紧随其后。其实例有：《集成》著录的一件编号1.001.1“主升”，“有鋬陶量, 器高8.0、口径8.1、沿厚1.0厘米，容量300毫升(小米)”；一件编号1.007.2“主豆”，“无鋬陶量, 器高14.0、口径10.3、沿厚1.3厘米，容量1200毫升(小米)”([3],页3、9)。容量1200毫升的“主豆”系临淄出土，戹庐收藏。容量300毫升的“主升”传出临淄。据成先生惠告,他收藏的这个300毫升的“主升”是从民间收集, 传出窑址采集。这两件“主”字量与“公”字量相互补充, 有助于确定齐国大尺系统四进制的升值。
[bookmark: __DdeLink__3661_229769654]大尺被齐国采用后, 不但应用于“公”字量、“主”字量, 还用于其他某些官方量器。齐量上器名前有一个常见的一般释为“亳”的字, 吴振武认为应是“亭”字，“用来标记市亭所用量器”[22]。赵平安《京、亭考辨》 一文认为此字应释为“京”字,  “京有谷仓的意思”[23]。《补说》认为：“从近年关于此字的研究来看, 似以释‘亭’或‘京’之说比较可信。”[1]见仁见智, 尚未定论。《集成》采纳释“亳”为“京”之说，其著录的临淄敀京豆陶量(约1240毫升)容量与“公豆”相当([3],绪论页23)。容量与“公区”相当的有：临淄敀京区陶量(约4860毫升)，以及铭文未全辨认出的“临朐陶量”(4800毫升)([3],绪论页25)。“亳”字量是市亭量也好, 是谷仓量也好，均代表了大尺系统四进制在齐国的推行。邻近的邾国量制深受齐国的影响。邾国故城遗址出土的陶量中：邾城J10③:9、邾城J10③:16容积分别为1207、1211毫升[15],与“公豆”相当；邾城H623④:9 容积为4735毫升[15]，与“公区”相当；均采用了大尺系统四进制。

[bookmark: __DdeLink__3779_102610630011]5  大尺系统准十进制“主”字量 

[bookmark: __DdeLink__3779_1026106300121][bookmark: __DdeLink__3779_1026106300111][bookmark: __DdeLink__3779_10261063001111]紧随四进制“主”字量之后的准十进制“主”字量，是大尺系统四进制“主”字量与陈氏家量的结合及发展，采用了升、豆、斗、区、釜、钟之制。其中升、斗、釜、钟取十进制，代表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半斗之豆和二斗之区具有传统特色。准十进制“主”字量的实例有：
[bookmark: __DdeLink__4141_32497621151][bookmark: __DdeLink__4141_324976211511][bookmark: __DdeLink__3189_2452641268]《补说》梳理的四件“主升”实物：编号“阚家陶量”,系1965年北京大学师生在临淄阚家寨采集, 上有“主[image: ]([image: ]，即升)”印文，容209毫升(水)[24]。《夕惕藏陶》著录的主升，传为临淄阚家寨出土，器已残，上有“主[image: ]”印文，复原器容200毫升。另一同地所出之主升，与此容量相同, 唯形制略矮而粗，圜底，一侧有鼻，亦钤有“王[image: ]”([19],页3)。又，唐存才新收的一件齐陶量，“高7.5厘米、底外径5厘米、器口外径8.5厘米，平沿，壁厚1厘米。实测容量200毫升。器身存单把”，器有“主[image: ]”印文[1]。
《集成》著录了二件准十进制的“王”字量(实为“主”字量)：“临淄王升陶量2”,高6.5、口径7.5厘米, 有鋬, 修复，容210毫升(小米)，传出临淄([3],绪论页22)。编号1.023.1“临淄王区陶量”，“器高21.0、口径17.8、底径15.0、沿厚1.0厘米，容量4200毫升(小米), 两侧銴残缺”，传出临淄([3],页20)。这些“主”字量的升值在200—210毫升之间, 中间值为205毫升。
另有《集成》著录的编号1.007.1“临淄王豆陶量1”，高13.1、口径11.0、沿厚1.3厘米，有鋬, 修复, 容量1100毫升(小米)([3],绪论页23)。《补说》著录的步黟堂藏“主豆”陶量, “器高14厘米、底外径8厘米、器口外径13.5厘米, 平沿, 壁厚1.5厘米。实测容量1150毫升”[1]。大小量器中，豆量往往容易偏离量制常规值, 应该是有普遍原因的。如上文容量1100毫升的“主豆”，“沿口光滑，有明显打磨的痕迹”[2]，不似因制作误差而废弃之物, 很可能有特定用途。
1857年山东胶县灵山卫出土的子禾子釜容20460毫升[25]，以每釜100升计, 折合每升约205毫升。清陈介祺《区鋘考记》认为“子禾子”是田和（？―前384年）[1],近人众说纷纭，大多认为子禾子釜早不到田和之时。《补说》详加剖析并指出：“‘禾’‘和’二字通, 在田和未列为诸侯前，齐人尊称他为‘子禾子’是合理的。”“把子禾子釜的时代放到太公和的时代, 即战国早中期之交, 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可以”[1]。如此说来, 子禾子釜可被视为大尺系统准十进制的“主釜”，而大尺系统准十进制的“主”字量也可为子禾子釜的年代背书。准十进制“主”字量在田齐称王后不再行用, 而为田齐新量所替代。

6  田齐新量    

[bookmark: __DdeLink__3779_10261063001113]吴慧的《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一书指出：子禾子铜釜“铜器制作年代与量制改变年代”，“可能相距不远”[26]。随着田齐新量登上历史舞台，陆续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田齐铜量。据《集成》所整理的《齐铜量见著简表》，迄今所知的齐国铜量已有铜升3、铜豆3、以及著名的左关卮、子禾子釜、陈纯釜，共9具。1857年山东胶县灵山卫出土的左关卮(十升)容2070毫升，子禾子釜容20460毫升，陈纯釜容20580毫升。东齐升量容 204毫升, 东齐豆量容1024毫升。刘家铜升量容205毫升, 刘家铜豆量容1025毫升。右里量(小)容206毫升,右里量(大)容1025毫升([3],绪论页26、27)。诸铜量折合每升容量205毫升左右。
[bookmark: __DdeLink__7031_2928398907][bookmark: __DdeLink__4696_2928398907] “田齐嘉量”, 史书失载, 世所不传, 大尺系统十进制的新莽嘉量留存至今，对复原“田齐嘉量”甚有参考价值。新莽嘉量上的铭文和《汉书·律历志》的记载相互补充, 可知在理论上, 长度和容量由黄钟律产生。在实践中, 用“庣旁”弥补尺长和容量的不协调。《汉书·律历志》曰：“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本起黄钟之长。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黄钟之龠。……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铜，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 其圜象规，其重二钧，…… 声中黄钟，始于黄钟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27]朱德熙《洛阳金村出土方壶之校量》一文已指出：新莽嘉量铭文上“龠的容量是八百一十立方分，而合、升、斗、斛的容量各为龠的二倍，二十倍，二百倍及二千倍。这一套数字自然是有意凑出来的”。“选择八百一十是为了凑黄钟之数”。故商鞅(约前395—前338)方升自铭积“十六寸五分寸之一”，新嘉量升铭“万六千二百分”，定义一致, 来源相同。东周洛阳金村方壶(前340年左右)、商鞅方升、新嘉量斗的定义“均为162立方寸”, 来源也相同[28]。嘉量斛铭曰：“律嘉量斛, 方尺而圆其外,庣旁九厘五毫”([29], 页409)。 “庣旁”之义，励乃骥的《释庣》一文作了考证[30]，学术界已确认是指底面上从边长为一尺的正方形的角顶到外圆的间距。因为刘歆(前50—23)计算时所用的圆周率精度不足，其“庣旁”“九厘五毫”不够准确, 因此《隋书·律历志》曰：“祖冲之以圆率考之，此斛当径一尺四寸三分六厘一毫九秒二忽, 庣旁一分九毫有奇。刘歆庣旁少一厘四毫有奇, 歆数术不精之所致也。”([29], 页409)
[bookmark: __DdeLink__2210_3379098638][bookmark: __DdeLink__6437_37778538681][bookmark: __DdeLink__6437_3777853868]子禾子釜容积折合每升205毫升。商鞅方升实测容积202.15毫升([21],页44)。据刘复校测, 新莽嘉量五量用不同计算方法折合每升容积的平均值为200.09或203.66毫升[28]。 三器升值大小近似也非巧合。上海博物馆藏传世商鞅铜方升铭文云：秦孝公“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 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21],页44)。 铭文如此行文，说明秦孝公十八年(前344) 的齐秦通使与商鞅造方升是有因果关系的。陈梦家虽以为子禾子釜晚于商鞅方升，但从升铭的内容已觉察“商鞅所定量制有可能采诸田齐之制”[31]。吴慧倾向于子禾子釜早于商鞅方升, 他已指出：“似乎商鞅量(方升)是在齐量的启发下制作的”[26]。商鞅以前的秦国量制现尚不明。子禾子釜的年代远早于商鞅方升，还有一批年代与子禾子釜相近的准十进制“主”字量, 它们不可能借鉴商鞅方升，也没有证据表明它们采用的是商鞅以前的秦国旧制。我们倾向于“商鞅所定量制”“采诸田齐之制”。           
田齐新量的设计，大概也是理论上需配合渐趋复杂的同律度量衡体系, 实践上也用“庣旁”协调。田齐大尺系统准十进制，如果以上揭理论值(19362毫升)的百分之一, 即194毫升左右为一升, 其对应的“田齐嘉量”就没有“庣旁”。事实上田齐新量以205毫升左右为一升, 故“田齐嘉量”已采用“庣旁”。其升值与小尺系统旧量相差不远, 也许正与升值的变化趋势接轨。

7  齐国量制小结

[bookmark: __DdeLink__3790_2852262211][bookmark: __DdeLink__2676_2638137991]齐国主要有六种量制：前期有小尺系统四进制姜齐旧量和小尺系统混合进制陈氏家量，后者为日后过渡到十进制打下了基础。中期的大尺系统四进制姜齐“公”字量和田齐“主”字量已经确认, 作为小尺系统四进制向大尺系统准十进制的过渡阶段，可用作进一步探索的参照系。后期大尺系统准十进制田齐“主”字量为田齐新量所替代，田齐新量与商鞅方升、新莽嘉量一脉相承。      
为明晰起见,  现将齐国的六种量制列于表一。

表1  齐国六种量制简表
	
	升
	豆
	斗
	区
	釜
	钟
	与嘉量关系

	姜齐旧量
	1旧升, 187.5毫升
	4旧升
	
	16旧升
	64旧升
	640旧升
	采用小尺, 四进制,符合《考工记》栗氏量的记载, 鬴与臀部豆的口径不同

	陈氏家量
	1旧升
	5旧升
	
	20旧升
	80旧升
	800旧升
	采用小尺, 混合进制

	姜齐“公”字量
	1公升, 302.5毫升
	4公升
	
	16公升
	64公升,
19362毫升
	640公升
	采用《考工记》栗氏量的形状, 改用大尺, 仍为四进制

	田齐大尺系统四进制“主”字量
	1主升, 302.5毫升
	4主升
	
	16主升
	64主升,
19362毫升
	640主升
	采用《考工记》栗氏量的形状, 改用大尺, 仍为四进制

	田齐大尺系统准十进制“主”字量
	1主升, 205毫升
	5主升
	10主升
	20主升
	100主升,
20500毫升
	1000主升
	[bookmark: __DdeLink__9076_3272129793]鬴、斗类似于新莽嘉量的形状, 鬴的口径含庣旁, 鬴与臀部斗的口径相同, 是大尺系统准十进制

	[bookmark: __DdeLink__13982_1700851693]田齐新量
	1新升，205毫升
	5新升
	10新升
	20新升
	100新升,
20500毫升
	1000新升
	鬴、斗类似于新莽嘉量的形状, 鬴的口径含庣旁, 鬴与臀部斗的口径相同, 是大尺系统准十进制


    
上文仅是用粗线条勾勒的齐国六种量制的演变过程，不少细节方面有待今后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和相关研究的检验和充实。    

8  “古斛之制”新议

《隋书·律历志》载有所谓“祖冲之以算术考之”的“古斛之制”，历来引人注意, 常被引用，或被当作《考工记》中的鬴[32]。围绕此“古斛之制”, 近世数学史界对圆周率3927/1250是刘徽还是祖冲之首创有过热烈的学术争论[33]，但争论双方均未质疑这“古斛之制”的真实性。
8.1  刘徽注“斛之制”
《九章筭术·方田》的刘徽注曰：“晋武库中汉时王莽作铜斛，其铭曰：律嘉量斛, 内方尺而圆其外, 庣旁九厘五毫, 幂一百六十二寸, 深一尺, 积一千六百二十寸,  容十斗。”([34], 页53)《九章筭术·商功》委栗术中，刘徽注：“当今大司农斛…… 王莽铜斛于今尺为深九寸五分五厘，径一尺三寸六分八厘七毫。以徽术计之, 于今斛为容九斗七升四合有奇。《周官·考工记》：‘栗氏为量, 深一尺, 内方一尺, 而圆外, 其实一鬴。’于徽术，此圆积一千五百七十寸。《左氏传》曰：‘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曰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钟六斛四斗；釜六斗四升, 方一尺, 深一尺, 其积一千寸。若此方积容六斗四升, 则通外圆积成旁, 容十斗四合一龠五分龠之三也。以数相乘之, 则斛之制：方一尺而圆其外, 庣旁一厘七毫，幂一百五十六寸四分寸之一, 深一尺, 积一千五百六十二寸半, 容十斗。王莽铜斛与《汉书·律历志》所论斛同。”([34],页222—223)斛、鬴、釜字同。此处斛径小于边长为一尺的正方形的对角线，两端各差之数也叫“庣旁”。
[bookmark: __DdeLink__2833_26769802451][bookmark: __DdeLink__8992_456868103]《考工记·栗氏》郑玄注：“四升曰豆，四豆曰区，四区曰鬴。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则钟。方尺，积千寸。于今粟米法, 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其数必容鬴, 此言大方耳。圜其外者，为之唇。”[4]郑玄认为栗氏量鬴就是齐旧四量之釜, 但误释栗氏量的形状, 以为栗氏量鬴的容物之处“方尺，积千寸”，等于64升。其实，容物之处是圆柱形，如按徽率3.14计算容积是1570立方寸。这一点也是学术界的共识。刘徽自近及远列举魏大司农斛、王莽铜斛、栗氏量鬴、齐旧四量之釜，似将栗氏量鬴与齐旧四量之釜视为两器。其实栗氏量鬴就是齐旧四量之釜，容64升(参见本文第一节)。刘徽既然将栗氏量鬴与齐旧四量之釜视为两器,  却又将郑玄对栗氏量的误注用于齐旧釜，错误地理解为“釜六斗四升, 方一尺, 深一尺, 其积一千寸”，“方积容六斗四升”。且误以为小尺系统四进制的升值与大尺系统十进制的升值一样,作了错误的推导，才得出了“积一千五百六十二寸半, 容十斗”的数据。看来刘徽对这一段历史也不甚了了，故用了“若……则……”的句型，语气有所保留。郑玄是经学大师，刘徽是数学大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 在这个问题上两个人连环出错，以至于影响到不少现代研究《九章算术》的论著。如有的以为“釜的形状是一个正方体, 它的棱长一尺, 故釜的容积＝103＝1000(立方寸)”,“釜的容量为六斗四升；容积为1000立方寸”[35],等等。于是,“若要上述量器变成容积是10斗的斛, 则此斛的体积应为V=1000寸3×10斗÷6斗4升=1562 1/2寸3”([34]，页224)。积1562.5立方寸这个数值就是这么来的。邱隆先生已指出：“尽管刘徽费尽心思, 推算出100升容1562.5立方寸, 但所列的计算条件(1000立方寸、100升)是假设的。因此, 栗氏量1鬴容1562.5立方寸, 这个数值是虚假的。”[6]况且, 小尺系统四进制的升值与大尺系统十进制的升值不同，即使有人相信齐釜“方尺积千寸”,  如此推算斛制也是错的。总而言之, 容积1562.5立方寸之斛如同空中楼阁, 纯属虚幻, 史上所无。一些研究《九章筭术》的论著, 往往将注意力放在验证斛积1562.5立方寸与底面直径、庣旁之间的关系上[36]。然而, 这只能证明刘徽的计算正确, 既没有揭示, 也不能改变这个“斛之制”的虚幻性质。一旦明白了《商功》刘徽注的思路，也就知道了《隋书·律历志》所谓“古斛之制”的来历。
8.2  《隋书·律历志》“古斛之制”
[bookmark: __DdeLink__3134_1932682120]李淳风 (602—670) 的《隋书·律历志》曰：“郑玄以为方尺积千寸，比《九章·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祖冲之以算术考之，积凡一千五百六十二寸半。方尺而圆其外，减旁一厘八毫，其径一尺四寸一分四毫七秒二忽有奇, 而深尺，即古斛之制也。”([29],页408—409) 上文所谓祖冲之考证的“古斛之制”，出发点也是郑玄的“方尺积千寸”，容积也是1562.5立方寸，考者犯了与《商功》刘徽注同样性质的错误。《隋书·律历志》“减旁”与《商功》注“庣旁”的定义相同，惟因所用的圆周率不同，取值微有差异。《商功》注的“庣旁”是“一厘七毫”，是按徽率157/50 入算的。那末《隋书·律历志》的“古斛之制”是用什么圆周率计算的呢？《九章筭术·方田》刘徽注中出现过一个圆周率3927/1250  (即3.1416) ([34],页55)。“钱宝琮、励乃骥、郭书春、李继闵等力主该率为刘徽所创，而余宁生、余介石、李迪、孙炽甫等力主为祖冲之所创。”[37]当时双方自信握有一些较有力的论据, 很难被对方说服。时至今日, 以前说为佳，然尚有未尽之处。笔者不揣浅陋，略陈管见。
自1988年发表《刘徽与王莽铜斛》一文始，郭书春先生主张：祖冲之考证过新莽嘉量，当时他所用的圆周率是密率355/113[38]。“《隋书·律历志》云：‘祖冲之以算术考之，积凡一千五百六十二寸半。方尺而圆其外，减旁一厘八毫，其径一尺四寸一分四毫七秒（二忽）[endnoteRef:1]有奇, 而深尺，即古斛之制也。’以徽率周三千九百二十七、径一千二百五十入算，相合；然以祖率周三百五十五、径一百一十三入算, 则不合, 知《隋书·律历志》此‘祖冲之’三字系衍文。《晋书·律历志》与此同样文字中则无‘ 祖冲之’三字，可为佐证。”[39]此说可从。《隋书·律历志》的“古斛之制”，若以圆周率3927/1250入算，按公式d＝2√（s/π）得其径1.41047231尺，与“一尺四寸一分四毫七秒二忽有奇”正好相合。若以祖冲之密率355/113 (即3.14159292) 入算，得其径1.410473899尺，与“一尺四寸一分四毫七秒二忽有奇”不合。祖冲之弃较精确的密率不用, 却用稍次的圆周率3927/1250入算, 于理不通[38]。又，祖冲之对庣旁之值十分较真, “减旁”当为边长1尺的正方形的对角线与径长之差的一半, 学界已验算当为一厘八毫七秒, 考者取“一厘八毫”偏小, 数值欠精，不似祖冲之的风格。 [1: 	原引文刊漏“二忽”两字，今补。] 

《九章筭术》在刘徽注的“斛之制…… 容十斗”后，以“王莽铜斛与《汉书·律历志》所论斛同”结尾，文意甚不连贯。此话本身并没有错，王莽铜斛和《汉书·律历志》所论之斛确实相同，但跟上文的“斛之制”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指的是上文的“斛之制”与王莽铜斛及《汉书·律历志》所论之斛同，不符合事实, 不像刘徽所言。最后这句话恐非刘徽原注。其影响所及，《九章筭术新校》以为“《九章筭术注》与《隋书·律历志》《晋书·律历志》实际上是记载了刘徽用他求的两个圆周率对王莽铜斛的两次校验”[39]。《九章筭术注》的“斛之制”，《隋书·律历志》《晋书·律历志》的“古斛之制”，所指确是同一对象，但不是王莽铜斛，此言明显不妥。不过, 这句话中隐含的观点：除了所用的圆周率不同,  这两次考证思路相同,是很有见地的。
8.3  《晋书·律历志》“古斛之制”
《晋书·律历志》曰：“郑玄以为釜方尺，积千寸，比《九章·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以算术考之，古斛之积凡一千五百六十二寸半，方尺而圆其外，减旁一厘八毫，其径一尺四寸一分四毫七秒二忽有奇，而深尺，即古斛之制也。”[40]这段文字更接近于李淳风所得的原始资料。佚名考者的“以算术考之”, 类似于刘徽注的“釜六斗四升, 方一尺, 深一尺, 其积一千寸。若此方积容六斗四升, 则通外圆积成旁, 容十斗四合一龠五分龠之三也。以数相乘之”。刘徽虽“出斯二法”([34],页56)，考“斛之制”时只用了徽率157/50，而且语带保留。佚名考者用了刘徽所创较好的圆周率3927/1250，语气也不同。他得出不同的庣旁，特意改称为“减旁”, 但“减旁”之数却欠精。又自以为考得了真正的“古斛”, 在刘徽注的“斛之制”上添加一“古”字，变成了“古斛之制”，貌似实有其事,  与刘徽谨慎的学风迥异。退一步说, 如果这项资料来自李淳风获得的刘徽著作, 他注释《九章筭术》时为什么不用呢？可见这个佚名考者与刘徽不是同一人, 应活动于刘徽之后、祖冲之之前。其所考的所谓“古斛之制”虽系乌有，所用的圆周率3927/1250却非刘徽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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